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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恭讓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我在名為〈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

獻〉的一篇專文中，曾經從人間佛教理論、

實踐、僧團、信眾、新知識判教、現代化、

國際化、兩岸和合、台灣佛教、大陸佛教

這 10 個方面，討論了星雲大師對佛教的重

要貢獻的問題。不過我那篇專論是寫在拙

書《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2015，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首版）之後，文中

的觀點是作為對於拙書的觀點的一個補充，

而拙書中已經提出的主要觀點，在這篇文

章中則予以從略，或不多涉及。而本人在

這部拙書中所提出的一項核心的詮釋意見，

是建議從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辯證融和的

大乘佛教教法義理學的視角，來理解星雲

大師的生命智慧，來理解大師所推動的人

間佛教的內在動力機制的問題。基本上，

拙文所談的「十大貢獻」，是從現象的層

面，審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特質及意義

的問題；而拙書所談的般若、方便辯證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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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般若、方便融和的佛法義理學視角看星雲大師對佛法實踐理性的特殊貢獻

和的義理學，則是從本質的層面，

來理解星雲大師對於人間佛教及佛

教文明的特殊貢獻。今天我們在上

海大學及雲端隆重紀念星雲大師的

功德，研討人間佛教的前途，我想

結合本人以前的一些相關研究，來

進一步談談我的看法。

一、般若、方便融和是印中佛

教大乘佛法一個核心的義

理原則

我在《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

研究》一書（201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已經充分地證明《維

摩經》中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並重並舉、辯證融和的義理學原則，

從大乘佛教思想發展史的角度言，可以視為是初期大乘經中，側重

闡釋的般若一系概念思想與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辯證整合。一

些重要的初期大乘經，如《道行般若經》、《十地經》、《法華經》、

《大乘善巧方便經》等，無不彰顯反映這一佛法義理學原則的思想

線索，《維摩經》尤其彰顯出透澈及系統的義理學建構的自覺意識。

而在初期大乘經之後的大乘論師時代，這一義理學思想朝著更

加理論化的方向進展。如著名的般若中觀學派的《大智度論》在闡

釋《大般若經》的經義時，明確提出「般若道」「方便道」二種菩

薩道的學說；另一部早期瑜伽行派的論書《大乘經莊嚴論》，以善

巧方便義與般若義（論中稱為破除我法的智慧）赫然列為界定大乘

本質的七種大義中的二義。凡此等等，便是在印度哲學與佛學的視

程恭讓教授著作《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思想研究》，2015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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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下，般若、方便並重並舉的辯證融和思想的顯著展現。

在中國佛教釋經學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

不二融和的思想，也同樣得到十分精準的闡發和重視。這裡可以舉

二位著名釋經學者僧肇（384-414）和吉藏（549-623）的有關論述

為例。如在中國佛教較早期流傳下來的系統釋經學著作《注維摩詰

經》中，僧肇曾經針對《維摩經》思想義理的宗旨問題，提出如下

的理解和詮釋：

肇曰：夫有不思議之跡顯於外，必有不思議之德著於內。

覆尋其本，權智而已乎。何則？智無幽而不燭，權無德而

不修。無幽不燭，故理無不極；無德不修，故功無不就。

功就在於不就，故一以成之；理極存於不極，故虛以通之。

所以智周萬物而無照，權積眾德而無功，冥寞無為而無所

不為，此不思議之極也。巨細相容，殊形並應，此蓋耳目

之麁跡，遽足以言乎。然將因末以示本，托麁以表微，故

因借座，略顯其事耳。1

僧肇在這段釋文中，提出外內、跡德、本末、粗微等多組概念，

來詮釋《維摩經》的思想義理。他認為諸佛菩薩的「不思議」，有

顯現在外的「不思議」（跡）和作為內在品德的「不思議」（德）

這兩個方面，外在的「不思議」是一些神通現象，是一些事為，這

是末、是粗，而內在品德的「不思議」則是本，是微。那麼，這些

是本質是隱微的內在品德是什麼呢？僧肇認為就是佛菩薩聖者擁有

的「權智」。僧肇此處所說的「權」以修德、積德為其功能，正是

1. 後秦．僧肇等：《注維摩詰經》卷 6，《大正藏》第 38 冊，NO.1775，頁 382 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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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經中的善巧方便的菩薩品德；所說的「智」以燭幽、照物為其功

能，正是指經中般若智慧的菩薩品德。所以僧肇「權智」之說的「權

智」，其實是包括「權」（方便）與「智」（般若）這兩個概念。

僧肇這裡是以「權」和「智」兩種品德作為佛菩薩聖者最內在核心

的品德，根據這樣的解釋，僧肇實際上賦予了權智之說在本經所有

的佛教概念及思想中最核心及最殊勝的位置。僧肇通過詮釋《維摩

經》所表述的權智思想，是魏晉時代中國佛教經典詮釋學中，般若、

方便菩薩二德既二分又互補這一思想理念最清晰、最透澈的釋經學

體現。

在僧肇闡釋其佛法義理學的著名著作《肇論》中，有題為〈宗

本義〉的開篇，我們在這一篇中可以讀到如下的一段論述：

漚和、般若者，大慧之稱也。諸法實相，謂之般若；能不

形證，漚和功也。適化眾生，謂之漚和；不染塵累，般若

力也。然則般若之門觀空，漚和之門涉有。涉有未始迷虛，

故常處有而不染；不厭有而觀空，故觀空而不證。是謂一

念之力權慧具矣。一念之力權慧具矣，好思，歷然可解。2

〈宗本義〉這段話提出「漚和、般若」都是「大慧」的說法。

這裡的「般若」，指的就是六種波羅蜜多概念中的「般若波羅蜜

多」，「漚和」指的是「漚和拘舍羅」，也就是菩薩「善巧方便」

的品德。〈宗本義〉此處說「般若」和「漚和」都是「偉大的智慧」，

也就是從本質的角度規定般若和方便都表示佛菩薩的智慧。〈宗本

義〉這段話還規定了般若、方便兩個概念各自的對象與職能，如文

中說般若觀空，方便涉有，這是二者所涉及的對象的區分；般若觀

2. 後秦．僧肇：《肇論》，《大正藏》第 45 冊，NO.1858，頁 150 下 -151 上。

從般若、方便融和的佛法義理學視角看星雲大師對佛法實踐理性的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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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實相，方便則保證能不取證實相，方便救度眾生，般若則保證不

染塵累，這是二者功能作用的差異。〈宗本義〉這段文字還特別指

出般若與方便在具體作用的方式上存在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這

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而正因為二者不可分割地

融合在一起，所以才能保證菩薩觀空而不證空，涉有而不染著。文

中提出「一念之力權慧具」的說法，說般若與方便二者雖然是二種

不同的智慧，指向不同，功能不同，但二者卻包含在、具足於菩

薩的一心之念當中，也就是要揭示般若、方便兩種菩薩品德的辯證

性。

我們看到，無論是在討論般若思想的著作《肇論》中提出的「權

慧」說，還是在討論《維摩經》思想的註疏著作中提出的「權智」

說，僧肇都以般若與方便平等平列、相輔

相成的思想理念作為其釋經學及義理學

的主軸，可見這是僧肇的佛經釋經學及其

佛教義理學思想的根本和精要所在。

隋代著名佛學家、三論宗創始人吉藏

法師，在其詮釋《維摩經》的《淨名玄義》

一書中，繼承並發展了僧肇的上述《維摩

經》詮釋思想，提出並展開了其「權實二

智」的詮釋理念。如吉藏在此書中說：

昔在江南，著《法華玄論》，已略明

二智。但此義既為眾聖觀心法身父

母，必須精究，故重論之。此義若

通，則方等眾經，不待言而自顯。具 吉藏大師像（范曾 /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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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梵本，應云般若波羅蜜漚和波羅蜜。故此經云：「智度

菩薩母，方便以為父。」3

吉藏在其早期論學的《法華玄論》一書中，已經深切關注「權

實二智」的思想，並且已經認識到此二種智慧「貫通群經」。4 但

是因為「二智」的義理十分重要，是「眾聖觀心法身父母」，所以

又著《淨名玄義》加以詳細討論。吉藏在這段話中明確提出，如果

通達了《維摩經》中「權實二智」的意義，就能通達一切「方等眾

經」的義理，這說明吉藏在晚期思想中，更加充分地認識到權實二

智的思想在大乘經教法義理學中的特殊重要性。我們看到，無論是

在吉藏早期所撰的《法華玄論》或是後期所撰的《淨名玄義》中，

其據以討論「權實二智」的思想理據，都是《維摩經》中「智度菩

薩母，方便以為父」的經證。也就是說，在吉藏看來，《維摩經》

中明確包含了「權實二智」的理念，而這一理念在整個大乘教法思

想中則具有統攝性、綱領性的意義。

吉藏還在書中對於般若、方便兩個概念的含義進行了細緻的思

辨，如他下面這番話的說明：

通而言之：般若既照，得名為慧；方便亦照，亦得稱慧。

方便既巧，般若亦巧。但立此二名，欲相開避，隱顯互說。

般若顯其照名，隱其巧稱；方便顯其巧稱，隱其照名。所

以然者，般若從實相境立名，又當其體，故顯照隱巧；方

便不從照俗境立名，但取功用，故顯巧沒照。又慧名照空，

波若既是空慧，所以名慧；方便涉有，不得名慧。5

3. 《淨名玄論》卷 4：CBETA 2019.Q3, T38, no. 1780, p. 876b28-c3。
4. 《法華玄論》卷 4：CBETA 2019.Q3, T34, no. 1720, p. 394c17-22。
5. 《淨名玄論》卷 4：CBETA 2019.Q3, T38, no. 1780, p. 881b14-22。

從般若、方便融和的佛法義理學視角看星雲大師對佛法實踐理性的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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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藏這段話的意思是：對於般若和方便，可以從「通」的角度

來理解，也可以從「開避」的角度來理解。從「通」的角度也即從

共通性的角度理解，般若和方便都表示觀照的智慧，因此都可以稱

為智慧，也都表示靈巧的功用，所以也都可以稱巧。但是經中既然

成立般若、方便兩個名相，就是要從「開避」的角度也即要從特殊

性的角度來理解這二者，從這個角度言，則般若的概念是針對觀照

實相立名，又是指智慧本身，所以般若是指觀照實相的智慧；而方

便不是從觀照事物的角度立名，而是從功用的角度立名，所以方便

的概念不是針對對事物的觀照，而是針對其功用立名。吉藏在這段

話的末尾還提出「般若是空慧」「方便涉有」的說法，來加強其從

「開避」的角度理解兩個概念的合理性。他這裡的說法明顯也是引

用被認為是僧肇作品的《肇論》的〈宗本義〉而來。

吉藏在這樣討論般若、方便概念含義的基礎上，甚至還提出「般

若為體，方便為用」的詮釋理念，來進一步解釋般若（實）與方便

（權）的關係。他說：「問：般若何故為體，方便何故為用？答：

實相為本，般若照實相，故般若亦為本，所以為體。諸法為末，方

便照諸法，故方便為用。」6 吉藏這裡也模仿僧肇，引入中國哲學

中「本末」的概念，以本末詮釋體用。他說，實相是本，諸法是末，

般若的主要功能是觀照實相，所以般若是體；方便的主要功能是觀

照諸法，所以方便是用。

因此，無論是從初期大乘經的義理論述，或是從其後印度佛教

及中國佛教的釋經學理解，都可以得出結論：般若、方便的辯證及

融和確實是印中佛教大乘佛法一個一貫的、核心的義理學原則。

6. 《淨名玄論》卷 4：CBETA 2019.Q3, T38, no. 1780, p. 881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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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中西哲學比較會通的研究視角，確立佛法理論理性

與佛法實踐理性二分的架構

我們看佛教的問題，包括在此處談論佛法的義理學，最忌諱的

是僅僅就佛教論佛教，而不能從更加廣闊的哲學文化的視野來觀察

佛教。俗話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生在此山中」，如果我們

不能從更加廣闊的文化哲學的視野來觀察佛教，審視佛教，那麼我

們很難認清佛教存在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獨特性，也就無從評論

佛教思想、智慧在一般人類哲學與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

其實，近現代以來，一些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都試圖要在東

西文化、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的視角中，觀照佛教的思想和信仰。

如梁啟超（1873-1929）早在 1904 年就寫出將佛教哲學與康德哲學

進行比較會通的論文。7 章太炎（1869-1936）、歐陽竟無（1871-

1943）、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牟宗三

（1909-1995）這些著名學者、思想家、哲人，也都曾努力嘗試把

佛教思想與西方哲學進行比較會通的研究，在這樣的嘗試和努力

中，佛法義理學架構蘊涵的普遍哲學意義的問題，也就逐漸成為佛

學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問題。

在這裡，我想重點討論一下牟宗三先生的有關工作。主要的理

由，首先當然是本人的佛教研究曾經深受牟先生的啟迪和影響。我

們知道，牟宗三先生不僅長期專注儒道佛思想的研究，也長期專注

西方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的研究。這樣的學力和經驗，使得牟先生

能夠寫出《現象與物自身》、《中國哲學十九講》、《圓善論》等

等這樣一些能夠深度探索融東西方哲學思想融和問題的重要著作。

7. 程恭讓：〈以佛學契接康得：梁啟超的康得學格義〉，《哲學研究》2001年第2期。

從般若、方便融和的佛法義理學視角看星雲大師對佛法實踐理性的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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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看來，牟先生這些著作堪稱中國現代哲

學的經典著作。8 牟先生書中一些具體的方法和結論，當然未必能夠

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同，但是他以在東西方哲學之間「立一共同之模

型，而見其不相為礙」的思想方法，以建構「此時代所應有之消融

與判教」的哲學智慧追求，9 這樣總體的方法論的考量，迄今為止，

我認為仍然應該為有志於推動文化交流的學者所肯定和借鏡。

作為牟先生東西哲學會通謀劃的主要對象之一，當然是德國古

典哲學家康德的哲學。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一生哲

學工作最為核心的部分，是他通過對人類理性的能力及其界限的觀

察，通過對人類道德經驗的反思，批判地檢討了純粹理論理性與純

粹實踐理性如何運作、如何應用的問

題。康德用「純粹理論理性」指人類認

識活動那種先驗的進行知識建構的能

力，用「純粹實踐理性」指人類實踐活

動特別是道德活動中那種踐行普遍必然

有效的道德律令的能力。這兩種人類理

性的能力，其實在本質上都是純粹的同

一的人類理性，只不過一個是應用於知

識的領域，一個是指向道德或實踐的領

域。關於康德所討論的這種人類理性，

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論：

8. 參見程恭讓：〈牟宗三對孟子與康得學理相關性的詮釋〉，《學術月刊》2001
年第 6 期；《牟宗三〈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說辨正》，《哲學研究》

1999 年第 12 期。

9.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序，臺灣學生書局印行，頁 17。

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康德，其學
說深深影響近代西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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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理論理性或是實踐理性，雖然彼此完全割裂，卻仍

是同一個「純粹理性」，是這個「純粹理性」的兩個方面。

康得說：「只能夠有一種並且是同一的理性，不過在應用

上要分別罷了。」它們都是要在自己的領域―認識和倫

理中規定所謂普遍必然的先驗原則，在本質上是共通的。

但在論述上，理論理性是由感性到知性到理性；實踐理性

則剛好相反，是由原理（道德律令）到善惡概念再到感性

情感。10

那麼，為什麼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在兩個不同的領域會表現出如此

不同的發展方向呢？這是因為在康德看來，人類的倫理性首先考察

的應是理性與意志的關係，康德要求它不受任何經驗制約，並且要

完全擺脫種種感覺經驗，這樣就與理論理性必須研究理性與對象的

關係，受感性經驗的制約發生方向性的不同。11

康德這一將人類的理性二分為純粹理論理性及純粹實踐理性的

原初性的哲學立場，不僅在西方哲學史上有其重要的思想意義，實

際上對於我們推動佛教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會通性理解，乃至在推動

人類哲學思想模式的整體理解上，也都具有劃時代的啟發意義。

我年輕時期閱讀牟宗三的大著，並且通過牟先生著作的介紹媒

介，進一步學習和研讀康德的哲學著作時，我從牟先生對康德哲學

的認識、理解中，最主要所獲得的就是康德將人類理性一分為二的

見地。這是我對康德哲學的基本體驗，也是我在後來繼續展開佛學

研究的理解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過了 30 多年，我對牟宗三先

生的思想和學術一直心存感恩的原因。

10. 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274。
11. 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頁 274。

從般若、方便融和的佛法義理學視角看星雲大師對佛法實踐理性的特殊貢獻



22

《　　　　　》學報‧藝文│第四十七期

確實，在我年輕求學時，有段時間對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康得

的哲學十分著迷，對康德把人類的「純粹理性」析分為「純粹理論

理性」和「純粹實踐理性」的哲學洞見，可謂服膺得五體投地。也

有一段時間，通過新儒家哲學家牟宗三先生的《現象與物自身》再

讀康德，對於牟先生會通儒道佛與康徳哲學的努力，可謂「於我心

有戚戚焉」，然而，對於牟先生治學及理解佛學的基本方法，我卻

不能完全地同意和釋然。此後直至 2011-2012 年之間，我在台灣華

梵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期間寫出〈《維摩詰經》方便品與人間佛教

思想〉一文，我才完全告別牟宗三先生的佛學理解，完全依據佛教

語文學與佛教思想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確定大乘佛法的教法義理

學是以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的融和作為核心義理原則，而且大乘佛

法的般若智慧，其實就是佛法的純粹理論理性；而大乘佛法的善巧

方便，其實就是佛法的純粹實踐理性。可見，在大乘佛法的義理學

中，包含了人類理性理論運用和實踐運用的問題，正是因此，佛教

的哲學與一般的人類哲學在本質上是相通的；而佛法關於「般若」

與「方便」的性質及其作用的特殊論說，則表現出佛教哲學及佛教

文明的特別個性及其智慧特質。當時所寫這篇論文獲得昭慧法師的

推薦，得以在她所主編的雜誌《玄奘佛學研究》上發表，我感到十

分的振奮和鼓勵！

此後幾年，我著手人間佛教問題的研究專案，並開始《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的撰寫，我就非常自然地把本之於大乘

經典研究的上述經驗，與對大師生命修養及其人間佛教特質的觀

察，在書中緊密地融合在了一起。迄今還清楚地記得，2015 年上

半年，我曾經在佛光山小住一段時間，為我這部新書最後改定和潤

色。有一天，我告訴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的院長妙凡法師，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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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最後改定完成，妙凡法師當晚邀請我在佛光山傳燈樓的一個會

議室，報告我的書稿內容。那晚佛光山有很多法師都來聽我的「發

表」，大師、慈惠長老、慈容長老也都在坐。記得當時除了簡要地

介紹全書的內容之外，我正是重點報告了書中重筆濃墨地建構的

「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辯證融和」的理念，我明確地提出，我也是

根據這樣的義理角度，理解大師的學養和事業，甚至理解整個現代

人間佛教的合理性、合法性。講完以後，有點忐忑，我看著大師，

希望聽到老人家的反應。「發表」的現場一片靜寂，我幾乎都能聽

見自己心跳的聲音。突然，老人家雙手高舉鼓掌，大聲說道「好」，

大師凝視著我，臉上充滿慈祥的微笑。其他在場的法師，這時也都

鼓起掌來。那一時刻，我當真深受鼓舞：星雲大師完全理解我的最

新論述，並為我這個後輩學者關於佛教義理學的創新論述，特別地

予以加持和勉勵！

所以，我不僅是從佛教釋經學的角度，整理、挖掘出初期大乘

經時代般若、方便並舉並重的佛法義理學模式，也是通過現代人間

佛教的研究尤其是通過對星雲大師人間的研究，再次提出及印證這

一大乘佛法義理學模式。而促使我這一研究達成的一個重要因緣，

就是我對康德哲學與佛教哲學義理會通性的理解。借鑑康德哲學提

供的這種觀照人類理性的哲學立場，來進一步觀照和審察包括《般

若經》、《法華經》、《維摩經》等在內的佛教初期大乘經的義理

學原則，我們可以肯定：佛教義理學所講的般若智慧，其實就是佛

法哲學意義上的「純粹理論理性」；佛教義理學所講的善巧方便，

其實就是佛法哲學意義上的「純粹實踐理性」。因此，般若智慧與

善巧方便的辯證與融和，其實在本質上乃是佛法理論理性與佛法實

踐理性的辯證融和而已。

從般若、方便融和的佛法義理學視角看星雲大師對佛法實踐理性的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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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說星雲大師的善巧方便智慧及其對佛法純粹實踐理

性的特殊貢獻

筆者曾經撰有〈道安大師與星雲大師—一個比較研究的視

角〉一文，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提出，無論是東晉時代道安大師推

動佛教的「中國化」，或是二十世紀以來星雲大師推動佛教轉型發

展的「現代化」，其佛教弘揚的智慧的底蘊，恰恰都是大乘佛教所

重視的善巧方便的智慧。在那篇文章中，我重點提到深度表現星雲

大師具足善巧方便智慧的一些例子，在這裡把相關內容複述一下：

（一）在佛光人的工作信條裡，包含了善巧方便的基本精神

佛光人的工作信條是：「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

人方便。」這個工作信條一個典型的特色，是所謂「給」的概念，

而這個概念正是傳統佛教中作為菩薩行重要基礎之一的「布施」概

念的現代版。《瑜伽師地論》中稱：「云何菩薩方便所攝身語意業？

當知略說菩薩所有四種攝事，是名方便。」12 可見包括「布施」在

內的四攝，是菩薩攝化眾生的方法，正是在善巧方便範疇下的菩薩

行施設。所以佛光人以「四給」為特色的工作信條，滲透著菩薩布

施攝眾的精神，整個信條本質上都是善巧方便精神的鮮明體現。

至於佛光人工作信條中的這些具體條款，分別是「信心」、「歡

喜」、「希望」、 「方便」，也無一不是引導人們向上及向善的重

要方向，也都是善巧方便精神實質的重要體現。

至於「四給」信條中的「方便」一項，可以理解為狹義上而言

的「方便」。在作為菩薩度眾菩薩行根本品德的善巧方便中，當然

包含了適應眾生的這一面，佛光人工作信條中的「給人方便」，所

12. 彌勒菩薩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大正藏》第 30 冊，頁 50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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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就是對人們的興趣和要求適應的這一面。適應，並非善巧方

便概念思想的全部，但卻是善巧方便概念思想固有且不可或缺的一

項意義。

（二）佛光教團的四大宗旨，同樣深刻體現了善巧方便概念思

想的精神

佛光山「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

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作為四大宗旨，來統率這個教團全部的弘法

活動。佛光教團的四大宗旨，表明佛光山重視文化、教育、慈善、

共修這四個元素在弘法傳教中的重要作用。這裡，文化、教育、慈

善、共修四個元素，是公認的現代

社會的主要價值特徵，這是因為十九

世紀以來的人類現代社會，與古代

農耕時代相比，由於人的價值、人

的權利逐步得到空前的確立，同時

由於經濟、技術、科學的長足進步，

所以文化興盛，教育發達，社會公

平公正及社會公益事業的理念深入

人心，而將個體組織起來的社會組

織形式及其社會行為，也日益發展

起來。在現代社會弘揚佛法，發展

佛教的事業，如果自外於作為當代

社會重要價值的文化、教育、慈善、

共修這些形式和制度，佛教就必然

為主流社會所徹底拋棄。因此，我 星雲大師石刻一筆字「佛光山四大宗旨」

從般若、方便融和的佛法義理學視角看星雲大師對佛法實踐理性的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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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到星雲大師為佛光教團確立的四大弘法宗旨，實際上抓住了現

代社會的主流價值、核心價值，佛教的弘法事業不能離開社會的主

流價值、核心價值，而是應該與之融合，與之互動，在融合與互動

中實現佛教對社會文明的影響與引導。我們必須毫無疑慮：推動佛

教價值與社會價值的融合與互動，正是菩薩善巧方便智慧修養的核

心指向和重要能力。因此，星雲大師為佛光教團奠定的四大宗旨，

本質上即是在善巧方便智慧修養的引導下，為佛教的「現代模式」

確立佛教在現代社會文化下弘法及發展的根本方向。

（三）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句教」，充分凝聚善巧方便概念

思想的神髓

我們知道星雲大師在 2003 年春節，回應高希均教授「什麼是

人間佛教？」」的問題時，提出「凡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

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這幾

句答辭，雖然表面上看是大師一時應機的回答，但其實是他此前 70

年對於佛教的根本問題、對於現代人間佛教的根本問題的體證，所

以我曾建議將其稱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句教」，以與中國哲學

史上王陽明先生著名的新儒學「四句教」相契證，希望大家對此人

間佛教「四句教」中所體現的殊勝智慧，要引起充分的重視。13

人間佛教「四句教」中，「佛說的、人要的」兩句，我認為表

達的就是大師所理解的「佛教」即「人間佛教」的「教體」。佛教

之教體或本質究竟是什麼呢？大師這裡的意見是，應該從佛菩薩聖

者所說及人類實踐理性的需求這兩個方面的辯證統一的角度，來看

13. 參閱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 年，

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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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這個問題。在關於佛教教體問題的這種表述中，與過去中國佛教

的經典註疏所不同的是，大師此處在高度的理論層次上考慮到了人

類實踐理性的需求問題。事實上，根據《法華經》的明確宣示：「佛

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14 諸佛菩薩

都是依據善巧方便為眾生說法，而善巧方便之所以為善巧方便，正

是因為諸佛菩薩所具備的這種品質，使其具有在聖與凡、佛菩薩與

眾生之間交流互動的特質。而星雲大師這裡明確所說的「人要的」，

正是表達善巧方便概念思想這種推動聖凡互動、佛菩薩與眾生互動

的特質。可見大師人間佛教「四句教」中對人間佛教教體的規定，

實際上所凝聚的正是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神髓。

此外，上述大師人間佛教「四句教」的答辭中，還特別提到「幸

福人生增進」的說法，這其實是以「幸福」作為人間佛教的宗旨、

宗趣。幸福的概念，其實正是漢譯佛典中的「樂」的概念。漢譯佛

典中的「樂」字，梵文為 sukha，可以譯為「樂」或「安樂」，也

可以譯為「幸福」或者「福祉」。佛法以離苦得樂為宗旨，以眾生

的現世樂、後世樂及究竟樂為宗旨，也就是以幸福為教法的宗旨，

所以佛教不是像很多人直到今天還理解的那樣，是無關人生福祉的

宗教，相反地，佛教正是對人生福祉嚴肅追求的一種教法。所以，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句教」中對於佛法宗旨的這一規定，一方面

適應了現代人類對於幸福人生的美好追求的價值需求，同時也是基

於佛陀本懷對佛法根本宗旨的現代闡明。大師人間佛教「四句教」

中有關佛教教法宗旨的思想，實際上所凝聚的也正是善巧方便概念

思想的神髓！

我在先前所寫《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中，曾透過

14.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 9 冊，頁 6 上。

從般若、方便融和的佛法義理學視角看星雲大師對佛法實踐理性的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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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星雲大師的一些文章和行事，來論證其思想和修養中充滿了善

巧方便的菩薩精神。佛光山四大宗旨於星雲大師開山時即設立，而

佛光人的工作信條以及人間佛教「四句教」，則是星雲大師 70 歲

前後成熟思想的體現，在佛光僧團及佛光教團中，具有方向和政策

的意義。這些帶有佛光方向、意義和政策意義的理念，也無一不深

刻反映和體現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精神。此外，佛光山慈惠長老重

視星雲大師譬喻弘法的精神，曾經在電台上以此為題，辦過有影響

的佛學講座；佛光山慈容長老曾稱星雲大師為「創意大師」，對於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實踐的「創意」特質有著深刻的闡發。兩位長老

是親近大師非常久的人，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智慧特質有

非常深切的體認，所以其所言、所示實際上也再次印證我先前著作

中作出的判斷：星雲大師是一位深具善巧方便智慧的現代人間佛教

的導師，他一生推動佛教的轉型發展，致力佛教「現代模式」之確

立，致力現代人間佛教的弘揚，而這一切弘法理念及佛教事業背後

的根本理由，則是因為在他的生命裡，善巧方便智慧修養已經成為

生命的一部分，成為他生命的本質和實質。

正是基於以上的理由，我認為我們今天紀念星雲大師，不僅對

大師在弘法上的諸多貢獻誠心讚歎，我們更要對大師所推動的人間

佛教的內在動力機制，給予與之相符契的關注。在我看來，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的內在動力機制，正是與般若智慧辯證融和的善巧方便

的智慧、能力和品質，這是見證現代人間佛教合理性、合法性的根

據，也是彰顯現代人間佛教與印中佛教的大乘佛法一貫及相續的義

理的根本。更進一步地說，般若與方便的辯證及融和，是以佛教哲

學特有的方式對於人類理性二分的一種彰顯與措置，它說明佛法哲

學與一般人類哲學思惟之間存在根本的互動互通之處，而基於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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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互通，才有佛法哲學的特殊色彩的問題，而不能將事情顛倒過

來，因為過度強調佛法文明的特殊性，以致於讓佛教文化脫離人類

文明的進程，讓佛法文明因而失去發展的方向。

還有一點，也要在此鄭重地予以提出：佛法本來既有理論理性

的彰顯，也有實踐理性的開發，理論知識的建構與實踐能力的拓

展，本來如鳥之雙翼（《般若經》），如父母之琴瑟和弦（《維摩

經》）。然而從整個佛教發展史特別是大乘佛教發展史的整體而言，

則不能不說佛教長於理論理性而短於實踐理性，長於靜態的休息而

短於動態的創造，長於個體的修持而短於人間的化導，佛法實踐理

性在事實上的嚴重不足，以及佛法理論理性與佛法實踐理性在事實

上的嚴重失衡，一直是佛教發展上的痼疾和問題，這是本人基於般

若、方便融和的義理學原則反思佛教史得出的看法。並且，從現今

和今後佛教發展及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觀察，我認為佛教文明的前

途，在很大程度上實際取決於佛法的學人能否改變一直長於知識理

性而短於實踐理性的傳統困局。從這個角度來加以考量，星雲大師

個人生命所彰顯出來的這種重視般若、方便辯證融和的獨特義理精

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弘揚的這種般若、方便並重的智慧特質，

其核心部分可以說正是對於佛法實踐理性的特殊、重要的貢獻，並

重新開啟佛法理論理性與佛法實踐理性新動態平衡的一種可能。因

此，星雲大師對佛法智慧的真正的貢獻，或許依此可以得到更深的

理解和體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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